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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叠加复杂风险的冲击,推动政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融合公共治理的新突破。 政

府治理愈发关注经济韧性这一价值取向,而数字时代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韧性成为风险社会新的

治理思路。 基于 2008—2018年中国 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经济韧性,且不同特质的政府治理会影响这一提升效果。 传统基础设

施水平越高、政府政策推动力度越大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经济韧性的绩效越为明显。 在作用机制方面,
结合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短期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抵抗期风险的分散;长期来

看,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恢复期新增长路径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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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要力量,赋能政府治理的地位日益凸显。
在建设数字政府、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进程中,数字技术不断优化政府治理的“工具

箱” [1]。 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治理的集成工具,在保

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也面临数字技术的重塑。
当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次,数量层

面的增长和空间范围的扩大已无法满足政府治理

的需求,以 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数字基

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 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政府

治理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载体的支撑,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信
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经济社会数字化转

型升级的能力。 无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

下探索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
与此同时,洪涝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

变革等冲击与突变频发,不断超越政府治理的理论

与空间界限,对政府治理的安全性与稳健性提出新

的挑战。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能满足风险管理

的需要,传统的治理理论也难以解释风险社会的现

实困境[2]。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政府治理是政

府通过管理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风险社会的

治理论题从关注经济增长逐渐转为考虑外部冲击

下的相对恢复能力,特别是韧性概念进入社会科学

领域之后,经济韧性理论为我们建构更有效率、更
为稳健的治理体系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 国家“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更加安全、更具经济韧性

的经济体成为政府治理的新目标。
因此,在数字时代和风险社会的双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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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政治治理提供了

新的实践方向。 那么,经济韧性视域下,政府治理

的非均衡特征是怎样的?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

化治理工具,是否提升了经济韧性? 数字基础设

施在传统基础设施信息化的基础上衍生而来,其
影响经济韧性的内在逻辑是否具有特殊的规律

性? 梳理并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推动数字时代

政府治理的工具创新,实现风险社会政府治理的

经济韧性价值取向。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风险社会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经济

韧性

社会风险在时空中不断迭加嵌套,使得人们

对风险社会的感知进一步强化,围绕风险与治理

的研究不断发展。 从风险社会的风险来源来看,
有效的风险治理应针对不同的风险成因设计不同

的治理原则和措施,实现风险社会的政府善治[3]。
在风险治理的实践中,陈进华[4]基于空间理论检

视城市风险化问题,提出空间治理是风险时代创

新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有利于实现空间增长与空

间修复的双重目标。 李颖[5]从资源整合的视角,
认为系统性整合治理资源是政府风险管理的重要

环节,从而提升风险治理的效能。 此外,随着技术

的发展,风险治理可以依托技术手段实现风险的

精准预判,打破风险治理辖区障碍,增强疏解风险

能力,技术治理成为风险治理的新路向[6]。 通过

梳理不难发现,与风险治理相关的文献强调风险

治理的应对手段及方法,但随着风险多样性和复

杂性的不断增加,风险越来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复合型、系统性风险取代单一的风险冲击,已然成

为风险治理的重点[1],政府治理的目标应关注对

风险的全局性把握。
在多重风险耦合的背景下,政府治理需要重

新审视安全与效率的权衡,而韧性治理强调地方

系统适应性能力的提高,为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战略导向[7]。 在

发展经济学视域下,经济韧性是政府在风险应对

中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新的经济格局演

变中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 因此,从韧性理论中

衍生出经济韧性的治理目标,成为政府治理的新

目标。 受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的均衡思想影响,

地方政府通过风险管理帮助冲击下的地方经济快

速恢复到冲击前或更优的发展轨迹,实现经济韧

性的价值取向[8]。 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韧性的

关键特征是经济的适应能力[9]。 复杂适应系统理

论则将经济韧性定义为政府通过重新配置经济结

构以维持现有发展路径或者利用冲击实现系统更

新的能力[10]。 经济韧性是检验风险冲击下的政

府能否通过有效治理实现经济维持、恢复、适应或

转化的过程,为地方政府建设、城市规划与经济运

行提供了重要价值。
因此,韧性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地区发展策略

和政府治理目标,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公

共政策中。 将经济韧性纳入政府治理的话语体系

中,对区域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总体而言,复杂的、多样的、持续的不确

定性冲击下,政府治理面临效率与安全的价值冲

突,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与经济发展的

持续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对风险社会政府治理的目

标取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成为提升经济韧性的

重要推动力。
(二)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工具转型:数字基

础设施

前数字化时代,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治理工具

之一,对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础设施既

为政府治理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也为政府治理效

能的提升提供路径[11]。 同时,传统基础设施对经济

韧性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关注。 一些学者从

生态学视角[12]、社会经济视角[13]以及风险防范视

角[14]等探讨了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肯定了

基础设施在应对灾害时表现出的保障功能,是影响

经济韧性的最重要、最基础的要素[15],也从侧面解

释了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在应

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等

各类冲击时的积极作用[16]。
进入数字时代,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文献

强调常态下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政府综合能力,有
利于促进经济增长[17]、生产率提高[18]、创新产出

增加[19]等,但尚未探讨经济波动下数字基础设施

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的可能影响。 与经济韧性相

关的文献则习惯于考察传统基础设施的影响绩

效,鲜少关注技术变革、互联网发展下数字基础设

施影响经济韧性的特殊性。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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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韧性的绩效与特殊性在现实情境的瞬息

变换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数字化转型中政府如

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韧性城市的现实路径还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结合政府治理实践,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既有以上海、苏州等为代表

的城市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也有诸多资源型城

市在数字时代陷入经济衰退轨迹[20]。 以经济韧

性解释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差异表现,可以从数字

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着手。 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导

致地方政府治理的非均衡性? 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首先,可以援引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

论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内生经济增

长理论进一步将技术内生化为知识的边际报酬递

增效应[21],由此解释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

位。 而技术的进步、知识的传播需要依托于基础

设施的支撑。 其次,结合网络外部性理论[22],保
持竞争优势、塑造经济韧性主要取决于大数据的

使用和网络效应的利用[23]。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为了应对危机、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政府致力

于提高以 ICT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依托互联网为外化载体,使得优化数据资源配

置和发回网络效应成为可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大数据使用和网络效应这两个方面的实力越

强,这两者的互补性就越强,数字化转型就越倾向

于为地方政府创造巨大且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最
终实现经济韧性的提升。

(三)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升市场机制

配置数据资源的效率。 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基础

设施及算力基础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为数据的计

算、存储和信息交互提供稳定可靠的运行环境,减
少信息搜寻成本,加快交易各方匹配速度[24-25]。
政府在高效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为数据的

应用提供物质保障,进而整合数据资源,缓解生产

要素的资源错配,实现经济韧性的治理目标。 另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有利于技术、知
识的创新与扩散[26]。 一般而言,政府数字化转型

初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备,创新主体的研

发成本相对较高,创新溢出效果有限。 随着数字

基础设施供给规模的扩大与完善,创新主体能够

享受更便捷的网络技术服务,创新系统中各个部

门之间的沟通成本降低、创新溢出的边际收益递

增,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参与到经济韧性的建设

中,发挥网络效应。
综上,在扰动冲击下,经济体的恢复与发展需

要数据传播通畅的响应平台以及源源不断的创新

动能,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据的物质载体与网络

的传输纽带,有助于搭建服务于数据与创新的沟

通平台。 因此,在塑造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融入数

字基础设施,可以实现信息共享,为政府快速响应

扰动、进而采取应对措施奠定基础。 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假说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传播数据信

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网络效应为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升创新动力,最终提高经济韧性。
(四)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

与时变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社会的政府治理不是一

蹴而就的,经济韧性的塑造是一种长期的动态调

整过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累计迭代的。 因

此,从时间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

的作用机制存在时变性。 事实上,经济韧性涉及

多个阶段的调整,Martin 和 Sunley[27]将经济韧性

整合为抵抗力和恢复力两层含义,抵抗力表示一

个地区短期承受、抵抗冲击的能力,恢复力表示地

区长期演化出新增长路径的能力。 Boschma[28]将
经济韧性的能力依据时间维度区分,将短期能力

解释为地方经济根据冲击发展新产业以抵抗风险

的能力,将长期能力理解为新路径的创造与更新

的能力。 抵抗期和恢复期经济韧性的本质属性存

在显著不同,相应地,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

的机制也会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本文分别从短

期发展新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长期演化新

路径以提升创新效率这两个维度,分解数字基础

设施在抵抗期和恢复期影响经济韧性的机理与差

异,如图 1所示。
1.数字基础设施融合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抵

抗力。 抵抗力是经济体应对外部扰动所表现出的

脆弱性或敏感性,是抵抗危机最初影响的能力。
当不确定性冲击一个经济体时,首先冲击的是微

观企业,接着逐渐传导至整个产业。 演化经济地

理理论认为,产业结构承载经济运行以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是影响抵御冲击能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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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等[29]通过系统研究论证产业结构不同是英

国各区域抵御危机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 具

体而言,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往往追求规

模效应,高度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导致封闭的社会

环境,不仅容易受到特定行业冲击的影响,也会在

冲击后难以调整经济结构,最终导致地区抵抗风

险能力弱,经济的脆弱性强。 相对而言,以计算机

软件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有助于

分散风险,即便主导产业链上的某个关键环节受

到冲击,高级化的产业结构也能发挥规模效应,展
现结构红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扰动[30]。 此

外,多样性的产业结构也有利于分散风险。 Roc-
chetta和 Mina[31]以欧洲的产业数据探讨多样性结

构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相对多样

化的地区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
因此,政府在抵抗期应通过优化的产业结构来抵御

风险,降低地方经济应对冲击的脆弱性,提高自身

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

图 1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经济韧

性的提升均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在抵抗期,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正反馈于产业结构对经济韧性的激励作用。
首先,在前文的分析中,政府通过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数据资源配置,为市场交易的需求方和

供给方搭建数字化的零距离交流平台,为信息通

信技术的快速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数据

的传播与积累使传统企业更容易获得新科技、新
知识,降低了沟通成本与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

率,实现自身的优化升级改造。 同时,数据资源

不断催生新的产业结构新业态,提高信息技术产

业、数字创意产业等优质产业占比,实现产业结

构升级。 最后,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向从传统

的数量级增长逐渐转化为数字化提升,而产业结

构升级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朝向一致,呈现高端

化发展态势。 因此,政府结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与产业结构升级,突破传统基础设施的运行模

式,通过产业间要素流动提供抵抗风险的关键服

务,提高抵抗力。
2.数字基础设施融合创新效率提升,增强恢

复力。 恢复力是一个地区从经济冲击中成功恢复

的能力,即可以使其摆脱原有增长路径或具有摆

脱原有增长路径的潜力[32]。 Martin 等[30]将恢复

力更广泛地定义为经济体抵御市场、竞争和环境

冲击并从中维持或过渡到新的可持续增长路径的

能力。 从演化视角来看,恢复力是地方政府重新

调整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长期能力[28]。 显然,
创新是这种演化能力的重要来源,创新型政府在

应对冲击时展现更好的结构调整能力来做出及时

的、准确的适应性调整,从而摆脱冲击后的衰退路

径,推动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与路径突破,表现出更

为强劲的韧性走势。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型政

府集合知识网络中各个微观企业决策行为,为初

创企业提供制度支持,更多非正式的文化规范促

进企业家融入知识网络并成为经济韧性的一部

分[33]。 因此,创新是政府治理中经济韧性的重要

来源和组成部分,知识溢出效应使得经济增长脱

颖而出,经济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是否

提供了支持性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或知识基础设

施,创新型政府在应对风险时更具竞争力和适应

能力。
在应对冲击的恢复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数字化创新水平,提升创新效率,正反馈于创新

对经济韧性的激励作用。 一方面,根据前文的理

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在传统基础设施信息化的

基础上衍生而来,除了具有传统基础设施固有的

降低信息传播空间阻碍的天然优势外,数字基础

设施依靠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提高知识传播

效率,作为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和信息大动脉,为
政府的数字化创新提供多元信息与便利沟通。 另

一方面,政府数字化转型初期,数字基础设施网络

规模的水平并不高,网络效应相对较小,信息交流

成本与信息传递损失仍处于较高的阶段。 随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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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5G、物联网、云计算等数

字化技术的融合创新在各个领域持续渗透,网络

效应日益凸显,实现政府治理的“边际收益递增”。
因此,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数字

化创新影响经济韧性应该是非线性的。 即随着时

间的推移,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到某个临界点,触发

网络效应的正反馈机制,从而与数字化创新相结

合,提高恢复力。
综上分析,政府追求经济韧性的治理目标是

一个递归过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的作用路径也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假说 2:政府治理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规

模基础,实现经济韧性目标的路径具有时变性,因
抵抗期和恢复期的不同而呈现差异。 在应对冲击

的抵抗期,数字基础设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有利于分散风险,提高抵抗力;在应对冲击

的恢复期,数字基础设施伴随着创新效率的提升,
重塑经济增长路径,提高恢复力。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思路,本文通过识别数字

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以考察数字经济如

何赋能风险社会的政府治理。 基准模型设定为:
RRC it =α+β1Diginfrait+β2Cityit+υi+λ 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RRC it 表示 i 市在 t 时期的

经济韧性;核心解释变量 Diginfrait 表示同时期 i
市的政府治理工具,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Cityit 是城市层面其他影响经济韧性的控制变量

集合;υi 和 λ t 分别为分时间和分城市的虚拟变

量,用来反映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εit 为

随机干扰项。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基准回归的固定效应模

型本质是一种均值回归,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经

济韧性条件期望的影响,变量的极端值容易影响

条件分布的完整性。 参考 Koenker[34]的做法,本
文进一步采取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以此捕捉数

字基础设施在经济韧性极端城市的影响,提高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 具体回归模型为:
RRCit(τ)= α(τ)+β1(τ)Diginfrait+β2(τ)Cityit+

υi+λ t+εit (2)

式(2)中,τ 用于标记不同分位点,参考周燕

和潘遥[35]的研究,τ 取值分别为 0. 25、0. 5、0. 75。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以经济韧性表征政府治理的

结果,惯常使用的测度方法包括案例研究、统计分

析、时间序列模型以及反事实推断等。 本文在基

准回归中参考 Martin和 Sunley[27]的基于因果推断

的反事实方法测度经济韧性,计算公式为:
RRC i =(Δyi-Δŷi) / | Δŷ | (3)
其中,Δyi 表示 t 时期城市 i 核心经济变量(本

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为代理变量)的实际变化值,
Δŷi 为 t 时期城市 i 核心经济变量变化的预期值,
以全国经济产出变化率为基础进行反事实测算,
具体测算公式为:Δŷi = gN·∑yij。 gN 表示全国经

济产出变化率,yij 表示城市 i 产业 j 的经济产出。
RRC i 代表了面对相同的冲击,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城市 i 是否具备显著的经济韧性:其值大于 0
表示城市 i 的经济韧性更高,小于 0 表示城市 i 的
经济韧性更低。 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在计算过程中,涉及的经济变量均通过 2007
年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为了更加全面地测算经济韧性,本文在稳健

性检验部分将经济韧性的估算方法替换为统计分

析法[36],用核心经济变量的敏感度指标刻画经济

韧性的大小,即地方经济产出( yi)变化率相对于

全国经济产出( yN)变化率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Sensii =(Δyi / yi) / (ΔyN / yN)。

此外,经济韧性的塑造是长期的演化过程,本
文从时间维度将城市应对冲击的反应划分为抵抗

期和恢复期[37]。 考虑到经济韧性在城市层面的

非均衡性,参考徐圆和张林玲[38]的研究,本文以

全国 27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实际 GDP 增长率的

离散程度来划分抵抗期和恢复期,如图 2 所示。
结果发现,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城市实

际 GDP 增长率标准差波动较大,直至 2012 年城

市之间的差异性趋于平稳;长期来看,经济韧性较

强的城市在恢复期逐步谋求新的经济发展,而经

济韧性较差的城市则日益衰落,由此导致城市实

际 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从 2013 年开始进一步增

大,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分流”现象越发明显。
因此,本文定义 2008—2012 年为冲击抵抗期,
2013—2018 年为恢复调整期,时期的划分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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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研究时间段基本一致[39-40]。

图 2　 中国城市实际 GDP 增长率标准差

　 　 2.核心解释变量。 对于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刻画,现有研究尝试

了一系列的概念探讨与理论构建,数字基础设施

测度往往以互联网基础设施或宽带基础设施为代

理变量,具体表现为网站总数与地区法人单位数

量的比值、网址链接数据[41]、“宽带中国”政策变

量[42]等。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数字基础设施数据

往往停留于国家层面或省级层面,无法较好地刻

画地方政府的特征。 钞小静等[43]将新型基础设

施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数据加总至城市层面,以
此表征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事实上,
企业是上市公司与更大规模的非上市公司的集

合,因此,需要在一个更小的空间尺度上、更大的

样本范围水平上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度。
本文参考马荣等[17]对基础设施维度和数字

基础设施的理解,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应以互联网、
信息化等生态类公司为具体表现形式。 测度数字

基础设施需要测算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数字经

济企业数量[44]。 首先,考虑到我国区域数字经济

发展的非均衡性,选取数字经济高地优势明显的

浙江省为切入点,以《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

计分类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为参考从而界定

数字企业。 横向比较其他数字企业界定标准来

看,《目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印发并将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细分为共计 7 大类 128 小类行业,覆盖

范围更广,瞄定企业更精准。 其次,从企研数据科

技数据中匹配《目录》并筛选出数字经济相关企

业,共计 441 万家企业。 利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

对筛选出的企业名称、地址进行二次检验,剔除异

常值和缺失样本并根据企业经纬度汇总至所在城

市,共计 439万家企业,构建出城市层面的数字经

济企业数据库。 最后,将数字产业划分为数字硬

件产业、数字软件产业和数字基础设施产业[45],
摘选出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企业,计算相关的

数字经济企业数据,最终得到每年数字基础设施

的存量水平,从而完成从企业数据过渡到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构建。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城市层面其他影响

经济韧性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develop),
用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市场规模

(market),用人口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经济密度

(ecdensity),用每平方公里 GDP 进行度量;金融发

展水平( finance),用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进

行度量;基建水平( constru),用年末人均实有道路

面积取自然对数进行度量;贸易开放度( trade),用
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进行度量。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名称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经济韧性 rrc 0. 532
 

9 0. 336
 

1 -0. 888
 

9 2. 753
 

4 2
 

992
数字基础设施 diginfra 6. 024

 

1 1. 044
 

8 3. 713
 

6 10. 685
 

3 2
 

992
经济发展 develop 10. 526

 

0 0. 652
 

2 4. 595
 

1 13. 055
 

7 2
 

992
市场规模 market 5. 908

 

4 0. 667
 

7 3. 400
 

2 8. 132
 

7 2
 

992
经济密度 ecdensity 1. 566

 

7 2. 117
 

3 0. 005
 

5 22. 353
 

1 2
 

987
金融发展 finance 2. 202

 

7 1. 086
 

8 0. 560
 

0 12. 508
 

8 2
 

992
基建水平 constru 4. 495

 

8 5. 419
 

5 0. 181
 

2 73. 042
 

4 2
 

932
贸易开放度 trade 0. 018

 

9 0. 018
 

6 0. 000
 

1 0. 210
 

1 2
 

88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是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结

果。 第(1)—(2)列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在均值区

间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绩效,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

础设施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入控

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且回归系数略有降

低,说明选取的控制变量同样影响了经济韧性,与
现有研究结果相呼应,假说 1 的研究结论得到了

初步证实。
第(3)—(5)列采用分位数模型分别考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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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在 25、50、75 分位数上对经济韧性多

个条件分布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

施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数上都实现了正向显著

性水平,且回归系数在 25、50 和 75 这三个分位数

上表现出上升趋势,即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由低分

位数向高分位数上升,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愈发

凸显。 具体而言,在 25 分位数上,数字基础设施

的经济韧性提升系数为 0. 027
 

2;到 75 分位数上,
数字基础设施的韧性提升系数上升至 0. 040

 

5。
由此说明,随着政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

断累积与提升,地方经济应对冲击能力与经济韧

性也会随之加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处于

极值区域的地方快速提升经济韧性、增强自身治

理风险能力的有效选择。

表 2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RRC
(1) (2) (3) (4) (5)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25分位数 50分位数 75分位数

diginfra 0. 244
 

1∗∗∗ 0. 168
 

0∗∗∗ 0. 027
 

2∗ 0. 038
 

9∗∗∗ 0. 040
 

5∗∗∗

(0. 0441) (0. 0365) (1. 79) (2. 87) (2. 55)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892
 

2∗∗∗ -8. 834
 

3∗∗∗ 0. 199 0. 434∗∗ 0. 663∗∗∗

(0. 249
 

1) (1. 228
 

0) (0. 94) (2. 30) (3. 00)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992 2
 

825 2
 

825 2
 

825 2
 

825

R2 0. 120
 

3 0. 356
 

4 0. 089
 

8 0. 050
 

2 0. 051
 

7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五

个角度进行稳健性讨论。
第一,剔除可能的特殊样本。 政府治理的效

果往往受限于地方城市规模,相较于其他城市而

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

设施配套更完善,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统计学差

异,本文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剩余 242 个城

市重新回归。
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全面测度经济

韧性,利用统计分析法,以核心经济变量的敏感度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前

文所述。
第三,替换解释变量。 随着政府治理实践对

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工具的倾斜,数字基础设施影

响经济韧性不仅依赖于既有存量水平,每年数字

基础设施的增量变化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字

基础设施影响的动态调整。 计算每年新增的基础

设施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对数据加 1 取对

数值,以每年新增数字基础设施量作为解释变量

的代理指标。
第四,政策冲击检验。 “宽带中国”等信息化

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发展,以宽带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奠定物质基础。 本文以“宽带中

国”政策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时点双重

差分方法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韧性的

促进效应。
第五,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中,被解

释变量是微观企业层面凝结的变量,而解释变量

基于城市地区层面,微观层面变量对地区层面变

量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前文的实证估计中没

有考虑内生性问题。 但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本文选取 1984 年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指标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数字基

础设施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离不开固定电话的普及,从历史延续来看,固定

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极有可能是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邮电历史数据与内

生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此外,以 1984
年各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为基础,与滞后一

期的互联网上网人数做交互,构建地区层面的面

板数据[46] ,相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被解释变量

而言,对现阶段经济韧性的影响相对很小,因此

符合外生性条件。
依据上述五种稳健性检验思路,再次检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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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的第

(1)、(2)和(4)列说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经

济韧性这一结论在经过精简样本数据、更换解释

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第(3)列中,“宽带中国”政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

系数为 0. 069
 

1,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以

宽带中国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举措,对

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 表 3 第

(4)列估计结果表明,在采用工具变量控制数字基

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

韧性的促进效应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的 Wald
 

F 统计量均通过工具变量检验,验证本

文结论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RRC 被解释变量:Sensi
(1) (2) (3) (4) (5)

精简样本 替换解释变量 政策冲击 工具变量法 统计分析法

diginfra 0. 150
 

8∗∗∗ 0. 261
 

3∗∗∗ 0. 249
 

4∗∗∗

(0. 039
 

3) (0. 056
 

3) (0. 053
 

9)
dignew 0. 017

 

1∗∗

(0. 007
 

4)
DID 0. 069

 

1∗∗∗

(0. 238
 

3)
Kleibergen-Paap

 

rk 33. 071
LM 统计量 [0. 000]
Kleibergen-Paap

 

rk 39. 267
Wald

 

F 统计量 (16. 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 875
 

5∗∗∗ -8. 788
 

4∗∗∗ -8. 658
 

5∗∗∗ -1. 240
 

9∗∗∗ -7. 477
 

4∗∗∗

(1. 353
 

3) (1. 305
 

9) (1. 308
 

5) (0. 347
 

0) (1. 349
 

2)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03 2
 

825 2
 

773 2
 

560 2
 

825
R2 0. 369

 

6 0. 327
 

7 0. 318
 

3 0. 475
 

5 0. 202
 

9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检验

政府治理带来的地方特质是否会影响数字

基础设施提升经济韧性的效果? 本文从两个方

面考虑地方的异质性,一是内在属性既有水平的

差异,不同地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同。 交

通、能源、水资源等传统基础设施提升政府应对

冲击的能力已得到广泛关注,而数字基础设施作

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形态,在促进经济韧性方面

是否会因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同而存在

差异性? 与传统基础设施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

互补关系? 二是外在影响政策力度的差异:不同

地方的政府治理与政策关注不同。 数字基础设

施的建设离不开政府推动与政策引导,在不同政

策力度的推动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日益明

显。 相应地,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关

注与引导下,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否也存在非均

衡性?

1.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异质性。 传统基础设

施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物质产品的存在,其中,以公

路基础设施、铁路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交通基础

设施不仅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47],而且保

障生命线工程的畅通,有效提升社区的应急反应

能力。 因此,本文在考量传统基础设施水平时,选
择铁路营业里程长度为分类标准[48],将样本中高

于中位数水平的作为传统基础设施高水平地区,
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作为传统基础设施低水平地

区,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第(1)—(2)
列所示。 结果显示,传统基础设施高水平地区数

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估计系数为 0. 179
 

2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而低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

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传统

基础设施高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具

有促进作用,而传统基础设施低水平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

济韧性在传统基础设施水平上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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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经济韧性需要较高建设

水平的传统基础设施作为前提与保障。 数字基础

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相辅相成,共同提升经济

韧性。
2.政策推动力度的异质性。 为了应对风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治理和政策实践做了诸多

尝试。 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逐
渐成为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 从 2012 年、2013 年

和 2015年的多批次试点到“智慧杭州” “云上贵

州”等先行代表,智慧城市建设为推动政府数字化

转型提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 Komninos[49]

指出,嵌入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城市基础设施是

智慧城市的重要维度。 因此,为考察数字基础设

施影响经济韧性在不同政策推动力度方面的异质

性,本文以是否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为区分标准,

将样本分为智慧城市和非智慧城市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 4 第(3)—(4)列所示,在智慧城市

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系

数为 0. 415
 

7;在非智慧城市试点地区,数字基础

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为 0. 205
 

6,回归结

果均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否为智慧城市

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是

正向的。 横向比较两列回归系数大小后发现,这
一促进效应在智慧城市试点地区尤为突出。 因

此,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会因政府政

策力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不同政策推动力度

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韧性均为促进作用,但推

动力度更大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绩效更为

凸显,提高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力度有助于

提升经济韧性。

表 4　 异质性检验

变量

传统基础设施 政策推动力度

(1) (2) (3) (4)
低水平 高水平 智慧城市 非智慧城市

diginfra 0. 179
 

2∗∗∗ 0. 026
 

4 0. 415
 

7∗∗∗ 0. 205
 

6∗∗∗

(0. 050
 

1) (0. 051
 

2) (0. 124
 

8) (0. 058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 809
 

9∗∗∗ -6. 099
 

6∗∗∗ -20. 184
 

2∗ -5. 519
 

2∗∗∗

(1. 394
 

9) (2. 168
 

4) (10. 799
 

8) (1. 363
 

2)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215 610 465 2
 

360
R2 0. 374

 

5 0. 445
 

3 0. 392
 

4 0. 171
 

4

(二)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说明,风险社会的政府致力于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在抵抗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

分散风险,减少冲击的破坏力;在恢复期通过创新

演化新的增长路径提升重建力。 本文利用式

(4)—(5),从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数字基

础设施与创新效率的乘数效应切入,考察数字基

础设施影响经济韧性的具体传导机制。
RRC it = α+β1Diginfrait +β2Induit +β3Diginfrait ×

Induit+β4Cityit+υi+λ t+εit (4)
RRC it = α+β1Diginfrait +β2Innovit +β3Diginfrait ×

Innovit+β4Cityit+υi+λ t+εit (5)
在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选择上,产业结构的

测度指标相对比较成熟,学者们往往使用产业结

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作为产业结构优化

的代理变量[50]。 《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 ( 2020
年)》指出,全球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 39. 4%,

中国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37. 8%,均远高于

同期工业与农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51]。 因此,结
合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发展的自身特性,本文

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推行数字技术大背景下

产业结构优化的突出表现,借鉴于斌斌[52] 的做

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 Indu)之比

来反映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在创新效率提升的指标选择上,以往大量实

证文献最常使用专利数量代表地区创新水平,强
调了创新的知识成果。 但传统意义上的创新产

出成果只能代表地区整体创新能力,难以表达本

文拟考察的数字基础设施的特性。 事实上,数字

基础设施的发展离不开 ICT 技术的推动。 与既

有研究不同,本文舍弃了传统的专利数指标,选
择从广义的专利中剥离出 ICT 专利作为城市数

字化创新的专项指标。 筛选数字化创新的具体

做法是:首先,基于全样本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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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筛选总的专利数,共计 192 万个。 其次,筛
选 ICT专利。 根据 OECD专利统计公报中对 ICT
各子领域、国际专利分类号 IPC 的界定范围,将
ICT技术划分为四个子领域,即电信 /无线电、计
算机 /办公机器、消费电子以及其他 ICT 技术。
根据四个子领域的 IPC 代码,借助国家知识产权

局开发的专利信息分析软件,检索出中国 ICT 领

域授权的所有专利。 最后,定位城市层面的 ICT
专刊数。 根据 ICT专利所在的企业和科研机构,

使用百度地图 API 获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位置

信息,然后根据企业地址提取企业和科研机构所

在省、市、县(区)信息。 剔除数据异常和缺失样

本后,筛选出地级市及以上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等

ICT专利授权数并水平加总得到城市层面的

ICT专利授权数,表征各个城市的数字化创新水

平。 因此,Innov 是城市数字化创新的代理变量,
以此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特定的数字化创新的

影响(见表 5)。

表 5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抵抗期 恢复期

RRC Resis Recov
(1) (2) (3) (4) (5) (6)

Diginfra×Indu
 

0. 089
 

5∗∗∗ 0. 068
 

6∗ 0. 039
 

8∗∗∗

(0. 019
 

2) (0. 038
 

4) (0. 010
 

2)
Diginfra×Innov 0. 005

 

7∗ -0. 003
 

1 0. 009
 

9∗∗∗
 

(0. 003
 

4) (0. 005
 

8) (0. 003
 

2)
Diginfra 0. 075

 

4∗ 0. 140
 

1∗∗∗ 0. 053
 

6 0. 104
 

3∗∗ 0. 077
 

2∗∗∗ 0. 108
 

5∗∗∗

(0. 038
 

7) (0. 041
 

1) (0. 052
 

6) (0. 041
 

1) (0. 026
 

6) (0. 026
 

6)
Indu -0. 830

 

2∗∗∗ -0. 721
 

3∗∗∗ -0. 604
 

3∗∗∗

(0. 147
 

8) (0. 244
 

2) (0. 075
 

9)
Innov -0. 021

 

9 0. 023
 

6 -0. 044
 

3∗∗

(0. 021
 

8) (0. 034
 

0) (0. 021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 321
 

9∗∗∗ -8. 520
 

0∗∗∗ -3. 312
 

7∗∗∗ -5. 368
 

0∗∗∗ -2. 560
 

0∗∗∗ -3. 799
 

1∗∗∗

(1. 034
 

5) (1. 173
 

6) (1. 111
 

1) (1. 165
 

3) (0. 642
 

3) (0. 698
 

2)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825 2
 

825 1
 

315 1
 

315 1
 

510 1
 

510
R2 0. 406

 

0 0. 358
 

0 0. 217
 

3 0. 168
 

8 0. 442
 

7 0. 399
 

6

　 　 表 5 第(1)—(2)列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影

响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以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

结构的交互项(Diginfra×Indu)、数字基础设施和

创新效率的交互项(Diginfra×Innov)对经济韧性变

量进行回归。 Diginfra× Indu、Diginfra× Innov 交互

项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89
 

5 和 0. 005
 

7,均显著为

正。 实证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说 2的研究结论。
进一步地,本文将经济韧性分为抵抗力和恢

复力,通过对比数字基础设施在抵抗期和恢复期

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的

时变效应。 表 5 第(3)—(4)列检验数字基础设

施对抵抗力的作用路径。 其中,Diginfra× Indu 的

回归系数为 0. 068
 

6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应对冲击的抵抗期,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了抵抗力;Diginfra×Innov 的回归

结果并不显著,说明此时数字化创新并不是数字

基础设施提升抵抗力的渠道。 短期来看,地区抵

抗冲击的能力源于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

的共同作用,而数字化创新对韧性的推动效应难

以体现。
表 5第(5)—(6)列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恢

复力的作用路径。 其中,Diginfra× Indu 的回归系

数为 0. 039
 

8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Digin-
fra×Innov 的回归系数为 0. 009

 

9 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创新效率实现了恢复力。 具体比较变量

的回归系数发现,Diginfra×Indu 的回归系数从抵

抗期的 0. 068
 

6降低至恢复期的 0. 039
 

8,数字基

础设施融合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绩效正在逐步减

弱。 对应地,Diginfra×Innov 回归系数从抵抗期的

不显著至恢复期的正向显著,数字基础设施融合

创新效率的作用绩效正在逐步加大。
上述机制检验的实证结果说明,数字基础设

施影响经济韧性的作用路径依赖于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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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效率提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路径正

在发生变化,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逐步淡化,而
创新效率提升效应愈发凸显。 因此,数字基础设

施影响经济韧性的机制具有时变性,在经济韧性

的抵抗期与恢复期这两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机

制检验结果不仅增进了对数字基础设施运作机制

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经济韧性与政府治理的丰

富差异。

六、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新经济形

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已然成为必然趋

势。 作为一种新兴治理工具,数字基础设施为风

险社会的政府治理搭建数字化的信息平台,提升

政府应对风险冲击的效率;而作为一种新的治理

价值取向,经济韧性为风险社会下评估政府治理

的安全性与稳健性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 围绕数

字基础设施如何提升经济韧性这一核心问题,本
文利用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申请

授权数据库等,通过自然语言技术处理刻画数字

基础设施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数字基础设施的

影响绩效以及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效率提升的传

导路径。 结合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研究数字基

础设施在抵抗期和恢复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

差异,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创新效率在

不同时间维度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

论和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框架的构建应加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明确经济韧性在政府风险管

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启发意义。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了经济韧性,
这一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 积极贯

彻落实国家发展新基建的决策部署,通过政策引

领与政府引导,以数字基础设施融合人工智能、
5G、大数据等,提高数据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数字

基础设施网络辐射范围。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

时代的信息大动脉,通过东数西算等政策实现数

据要素跨域流动,以高效的信息服务引领经济韧

性重塑,为政府数字化转型夯实基础。
第二,平衡地区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

小政府治理差距,结合地方特质采取差别化的治

理策略。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基础设施水

平越高、政府政策推动力度越大的地区,数字基础

设施提升经济韧性的绩效越为明显,地区之间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全面看待数字基

础设施的促进效应,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应加强对既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政策

引导相对薄弱地区的帮扶。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

施需要与传统基础设施有效结合。 地方政府以自

身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等为基础,提高交通网络的

通达性,提升能源供给的服务水平,为数字基础设

施发挥绩效提供前提和保障。 另一方面,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需要与公共治理、政务服务有效结合。
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以智慧城市建设为

代表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提高政府数字化治理

水平。
第三,政府治理在经济韧性的目标导向下,应

考虑时间维度,着力于产业布局优化与创新效率

提升。 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经济韧

性的内在逻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异质性。 短

期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帮

助地区在抵抗期分散风险;长期来看,数字基础设

施与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地区在恢复期演

化新的增长路径。 因此,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政
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地区自身主导产业,尤其是

数字产业相关政策的布局,保障主导产业的要素

支撑,以高端化的产业结构分散风险来谋求稳健

发展。 同时,还应兼顾未来发展定位,驱动数字化

创新能力的提升,缩小地区间的创新差距,以数字

化创新为经济韧性提供新动能,实现新增长路径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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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mpact
 

of
 

complex
 

risk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ex-
plor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ublic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
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its
 

governance,
 

and
 

in
 

the
 

digital
 

age,
 

enhanc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new
 

governing
 

method
 

for
 

risk
 

society.
 

Therefore,
 

based
 

on
 

data
 

from
 

272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level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conomic
 

resilience,
 

which
 

will
 

be
 

affected
 

b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reater
 

the
 

driving
 

for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enhancing
 

economic
 

resilience
 

is.
 

In
 

terms
 

of
 

mechanism,
 

combined
 

with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short
 

te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
al

 

infra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s
 

conducive
 

to
 

risk
 

dispersion
 

in
 

the
 

resistance
 

period.
 

In
 

the
 

long
 

ru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conducive
 

to
 

the
 

evolution
 

of
 

new
 

growth
 

paths
 

in
 

the
 

recover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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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ris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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